
从评点“曾点气象”看朱熹论涵养与工夫（田智忠）

田智忠 

[摘要] 朱熹对《论语·先进》“吾与点也”一节里所谓“曾点气象”评价有前后变

化,重视讨论该问题的内在原因。正是经过对该问题的深入探讨,朱熹最终清晰地表达

了他对向内的涵养“气象”的重视,但尤其重视向外的做踏实下学工夫的一贯为学与

做人宗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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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点气象”是一个曾让朱熹极为关注的话题。《晦庵集》和《朱子语类》(以下简称《语

类》)都大量收录了朱熹以书信和谈话的形式与朋友及弟子讨论该问题的内容。就对某一专

题的讨论而言,朱熹论“曾点气象”的内容远远多于对任何其它问题的讨论,这足以体现出朱

熹对该问题的重视。那么,朱熹想要借对此问题的讨论来表达一种什么思想?本文拟就此问题

进行深一步的分析与讨论。 

一 

何谓“曾点气象”? 据《论语·先进》记载,孔子曾让他的四位弟子言志:子路说他志在使民

“有勇且知方”;冉求说他志在“足民”;公西华说他只愿做个小相。与三人不同,曾点却说

他的志向是要在晚春时节里,自己身穿新衣,和一大帮青年少年一起到沂水里去洗洗澡,在舞

雩台上吹吹风,然后悠然的唱着歌回家(“暮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

沂,风乎舞雩,咏而归。”孔子听后喟然而叹:“吾与点也。”在这里,我们大可以把这段话理

解为,其实曾点所向往的就是理想中优游自在的太平生活,而孔子赞许他,也只是“美其乐王

道也”[1]。然而,由于原文叙述上的含混,而本段中孔子的态度又与其一贯思想反差很大,这

使后人对这段文字的理解始终分歧不断。同时,由于曾点的那些“玄远”的话确也给后人留

有较多发挥空间,因此围绕他的言行体现出的所谓“气象”,后人纷纷提出推测,也常借对此

的再诠释来表达他们的个人思想。这就形成了理学中的一个重要名词:“曾点气象”。 

二 

朱熹对“曾点气象”的讨论几乎贯穿他的一生。在当时,自周敦颐、邵雍发端,探讨所谓的

“孔颜乐处”、“与点之乐”者蔚然成风,时人对“曾点气象”更是赞颂有加:如被朱熹敬为

师长的二程及其高足谢良佐都对曾点评价很高。程颢说他是“盖与圣人之志同,便是尧舜气

象也”;谢氏则说“夫子与之,非只乐其不愿仕,推曾点之学,虽禹稷之事固可以优为,特其志

不存耳”,“学者不可著一事在胸中,才著些事,便不得其正,且道曾点有甚事? ‘列子御风

事’近之”(《论孟精义》卷七) 。这在当时都为人所津津乐道,也确实对朱熹有很深的影

响。事实上,朱熹后来对“曾点气象”的评价也多是围绕着对以上观点的扬弃中进行的。 

  据朱熹自述,他早年曾“颇知有意于为己之学而未得其处”、“盖出入于释老者十余年”



(《晦庵集》卷三十八,《答江元适书一》) 。在此期间,朱熹也有过所学驳杂、好高骛远、

“于日用之际欠却本领一段工夫”(《晦庵集》卷六十七,《已发未发说》)等多种弊病。可

以说,朱熹早年的经历与他日后所激烈批判的那种曾点式的,“徒骛高远却疏于个人践履”

(晦庵集》卷七十五,《中和旧说序》)的弊端极为相似,而朱熹后来对曾点问题的关注也与他

对这一经历的深切反思是分不开的。在受学于李侗后,受李重视“理一与分殊之辨”的影响,

朱熹开始重视“在日用间著实做工夫”。其下学工夫由博返约,转向对儒学之理的探求与实

践。与此同时,朱熹先后做诗吟咏曾点:“吏局了无事,横舍终日闲。庭树秋风至,凉气满窗

间。高阁富文史,诸生时往还。纵谈忽忘倦,时观非云悭。咏归同与点,坐忘庶希颜。尘累日

以销,何必栖空山”(《晦庵集》卷二,《教思堂作示诸同志》) 。此诗多少反映出了朱熹当

时志在走出佛老的影响,寻求儒家自有之乐的心情。但是,朱熹以吟咏“点颜乐处”作为对其

泛滥于佛老之学的终结,表明此时朱熹仍然对此前曾多次关注的“销尘累”问题十分挂心。

可能是在他32岁时,他还做《曾点》云:“春服初成丽景迟,步随流水玩晴漪;微吟缓节归来

晚,一任轻风拂面吹。”(同上)钱穆先生认为,朱熹此诗连同其同时期的一些吟咏春意与生机

的诗作都体现着他在为学工夫上抛弃佛老的主静而重视自然生意与大化流行的新境界[2]。

但是,当时朱熹对其师李侗主张由体验“未发”以见道的为学之路并不认同。在李死后,朱熹

转而接受张主张在已发之际察识念头的为学工夫,但他很快发现张氏之学有不重涵养“大

本”,空疏玄远的弊端。经过个人的艰苦思考,以及对以上两种主张的扬弃,朱熹最终确立了

其具有理性主义色彩,融“主敬”涵养与“穷理”致知为一体的为学宗旨。由此而发,朱熹既

力倡日常生活中平实的做人态度和扎实的下学工夫,又时刻不忘牢守他建立在涵养“气象”

之上的本末之辨的主张,希望通过对涵养“气象”这一大本的提倡来提升世人的生活境界。

与此同时,朱熹开始与极力渲染“曾点气象”的核心是“洒落”的心学思想开始出现分歧。

出于对自己过去偏失的深刻反省,更有感于时人或是漠视理欲之辨、或是忽视下学工夫的忧

虑,朱熹基本上确立了他对“曾点气象”既有肯定,又有批判的复杂态度。此后不久,虽然在

编辑《论孟精义》时还广泛收录了二程及其弟子们对“曾点气象”的较高评价,但他很快认

为张论曾点“盖以见夫无所不得其乐耳”的说法是,“夸张侈大之辞胜,而悫实渊深之味

少”,又认为谢上蔡对曾点的评价“杂于老庄之见而不近圣贤气象”(《晦庵集》卷三十一,

《与张敬夫书论癸巳论语说》) 。这基本上可以反映出他经过中和之悟,思想趋于成熟后对

“曾点气象”问题看法的相应转变。在他48岁成书的《论语集注》初稿里,朱熹首次正式提

出了他对“曾点气象”的看法。从与《集注》初稿同时成书的《论语或问》看,朱熹《论语

集注》初稿中对“曾点言志”节的注解是:“见道无疑,心不累事,而气象从容,志尚高远”、

“直与天地万物各得其所也”等(《论语或问》卷十一) 。这里,朱熹说曾点“见道无疑”,

“道”无疑指的就是天理,就目前资料而言,这是他对“曾点气象”进行理学化阐释的最初尝

试。他说曾点“志尚高远”、“直与天地万物各得其所”,也有意是要突出曾点的志是儒家

的志:《论语或问》评曾点“以其心而论之,则固蔼然天地生物之心,圣人对时育物之事也,夫

又安有物我内外之间哉! 程子以为与圣人之志同,便是尧舜气象者,正谓此耳”,正是对此的

澄清。朱熹对曾点的评价一方面在沿袭大程子对曾点的较高评价,承认曾点近乎“尧舜气

象”,另一方面也在有意渲染曾点“见道”的理学色彩,并强调不可以把曾点和“异端无实之

妄言”相比附。这是朱熹鉴于谢氏对曾点的评价有佛老倾向的反动。不过,在这一时期的

《语类》中也载有朱熹认为“至于曾点,诚狂者也,只争一撮地,便流为庄周之徒”的慨叹

(《语类》卷四十,据《语类》所附《语录姓氏》,此条为朱熹次年的语录) ,这也比程颐认为

曾点只是“特行有不掩焉耳”的评价走得更远了。这表明此时朱熹已经在注意“曾点气象”

的所谓“缺乏实行”的一面,并开始塑造一个与谢良佐所论迥然不同的“曾点气象”。朱熹

这一评价与《集注》的最后定稿相差甚远。 



    《集注》成书后,朱熹对曾点的评价引起了许多弟子朋友的质疑,《晦庵集》收录了朱熹

与弟子朋友讨论该问题的二十多封书信。资料表明,此后朱熹始终在针对这些疑问对《集

注》的相应内容进行修改。如据万人杰(字正淳)转述说,黄干曾见到的《集注》对曾点的评

价是说“日用之间,无非天理流行之妙,曾皙有见于此,故欲乐此以终身”, (《晦庵集》卷五

十一,《答万正淳三》前引万氏来书) ,这应该是朱熹对《集注》初稿中“见道无疑”一句的

进一步修订,意在指明曾点所见的就是“天理流行”。但据万人杰本人所见更新版本《集

注》对曾点的评价却是:“曾点之学,有以见夫天理本然之全体无时不发见于日用之间,固其

胸中洒落,无所滞碍,而动静之际从容如此。及其言志,则又不过乐此以终身焉,无他作为之念

也”(《晦庵集》卷五十一,《答万正淳三》前引万氏来书) 。这又明确肯定了曾点见到了

“天理之全”的“随时发见”,因此才会有此“气象”。同时,朱熹将说曾点“心不累事”修

改为“无所滞碍”,这也与其弟子们质疑说曾点“心不累事”有渲染他独善其身、缺乏儒家

基本入世情怀的质疑有关(见《语类》卷四十) ,而朱熹此次所增加的说曾点“动静之际从容

如此”,则明显是他对偏静养之学与偏动察之学否定之后的产物。 

《集注》的这两次修订都提到说曾点“乐此以终身”,这一说法同样有渲染“终生独乐”的

嫌疑。朱熹对后一版本的修订本意是要消除这一嫌疑。但这却仍然不足以完全解开甘吉(字

吉甫)的疑问:“集注中说曾点处有‘乐此终身’一句,不知如何?”(《晦庵集》卷六十二,

《答甘吉甫二》前引甘氏来书) ,他认为这一说法还是有宣扬佛老思想之嫌。此后,朱熹再次

对《集注》进行了修改,他在给万正淳的复信中提及:“集注诚有病语,中间尝改定,亦未惬

意。今复改数句,似颇无病,试更详之⋯⋯甘节吉甫亦来问此事,并以示之”(《晦庵集》卷五

十一,《答万正淳三》) 。新注解的内容是:“曾点之学,盖有以见夫人欲尽处,天理浑然,日

用之间,随处发见,固其动静之际,从容如此。而其言志,则又不过即其所居之位,适其所履之

常,而天下之乐无以加焉。用之而行,则尧舜事业亦不外此,不待更有所为也。但夷考其行,或

不掩焉,固不免为狂士。然其视三子者,规规于事为之末,则不可同年而语矣。所以夫子叹息

而深许之。”(《晦庵集》卷五十一,《答万正淳三》) 。朱熹的这次改定认为曾点见到“人

欲尽处,天理流行”,明显突出了曾点在理欲之辨上的“见地”,这也表明他在努力突出曾点

与庄子的不同点。至此,朱熹终于将曾点“则又不过乐此以终身焉”一句删掉,当与甘节对此

的质疑有关。但他认为曾点“尧舜事业亦不外此,不待更有所为也”,这连同其在前面提到曾

点“便是尧舜气象”的说法有把曾点与尧舜等同之嫌,这都受到了弟子们的普遍怀疑(《语

类》对此有详尽的讨论) 。在此后的多次往返辩难中,朱熹曾将此改为“是虽尧舜事业固优

为之”,并解释说“是他见得圣人气象如此”、“只是他见得了便休”(《语类》卷四十) 。

这表明他不想把有狂者风范的曾点与尧舜相提并论,而是一再突出曾点的“见地”,这是他既

注重实行工夫又要人涵养“大本气象”的必然选择。朱熹最终在《集注》定稿中删去了“是

虽尧舜事业固优为之”一句,这既是朱熹与弟子们相互辩难的结果,同时也表明朱熹对曾点的

评价也在“努力摆脱受程颢等人的影响”、有了“盖其将曾点地位逐步降低”的总体倾向。 

综上所述,朱熹早期在《论语集注》中对曾点的评价多在强调他的“终生独乐”、“不

累”、“有尧舜气象”等,而在弟子们的反复质疑下,朱熹对曾点的评价则渐渐转为强调他所

见的是“天理”,强调曾点的日用活动以“天理”为则的一面,强调“气象”需要有工夫的实

行才能得到落实。 

最后,约在朱熹70岁时,他才确定了《集注》论“曾点气象”部分的定稿: 

“曾点之学,盖有以见夫人欲尽处,天理流行,随处充满,无少欠阙,故其动静之际,从容如此。



而其言志,则又不过即其所居之位,乐其日用之常,初无舍己为人之意,而其胸次悠然,直与天

地万物上下同流,各得其所之妙,隐然自见于言外,视三子之规规于事为之末者,其气象不侔

矣。故夫子叹息而深许之。”(《论语集注》卷六) 。 

在这里,我们已看不到曾点有丝毫“狂士”的影子了。相反,他却被打扮成了一位见识高妙、

能够洞见天理,完全做到了时时存天理、灭人欲,并能“乐其日用之常”且又“从容自若”的

理学家式的有“气象”者。同时我们也发现,这里朱熹彻底删去了说曾点“但夷考其行,或不

掩焉,固不免为狂士”一句,这也是在有意回避其弟子就“曾点是否缺乏实行”的疑问。这

样,曾点就成了只是“初无”入世的念头,却会随时体认天理的儒家典范。其实,这正是朱熹

推尊“曾点气象”的目的所在。朱熹在这里的用心是很值得玩味的。以上我们只是围绕朱熹

对《集注》的改定,分析了他在评价“曾点气象”上的前后变化。另外,在《语类》中也大量

收录了朱熹与弟子们对此的讨论,这些讨论大致可概括为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在《语类》中,朱熹始终都有肯定和维护所谓曾点见地高远的一面。在不同时期,朱熹

都不厌其烦地强调曾点“见处极高”(潘时举录癸丑以后所闻) 、“气象又大”(黄卓录记录

年代不详) 、“洞然见得斯道之体”(叶贺孙录辛亥以后所闻) 、“若曾点,所见乃是大根大

本”(李壮祖录记录年代不详) 、“曾点于道,见其远者大者”(杨道夫录已酉以后所闻) 、

“曾点见识尽高,见得此理洞然”(徐寓录庚戌以后所闻) 、“缘曾点见得道理大”、“操得

柄,据得源头”、“曾点合下便见得圣人大本是如此”(周明作录壬子以后所闻) 。甚至在他

七十岁时与陈淳的谈话中,朱熹仍然认为“孔门惟颜子、曾子、漆雕开、曾点见得这个道理

分明”、“曾点不知是如何,合下便被他绰见得这个物事”(《语类》卷117) 。同时,面对弟

子们的质疑,朱熹也一直在维护曾点的“气象”,他不止盛赞“曾点之志,如凤凰翔千仞之

上”(杨道夫录已酉以后所闻) ,而且反复告诫弟子要切实体会“曾皙意思固是高远,须是看

他如何得如此,若仔细体会得这意思分明,令人消得无限利禄鄙啬之心”、“且只理会曾点如

何见得到这里”、“却要看他狂之好处是如何”(均见《语类》卷四十) 。显然,朱熹对曾点

的所谓“见地”始终推崇有加,这一点没有发生过改变。 

其次,《语类》中朱熹又始终在批判“曾点气象”徒有见识却“行有不掩”的一面。这是他

晚年特别注重工夫与本体之辨、儒与佛老的虚实之辨的必然体现。在朱熹,理学家的基本立

场使他必然会把经世致用精神作为他评价“曾点气象”的立足点,极力排斥为佛老所大肆炫

耀的,以追求个人自由为最高价值的“终生独乐”。他从其认为儒释之辨其实只是虚实之辨

的立场出发,常把曾点与庄子以及只知道个人安乐的邵雍相提并论,多次说曾点是“未见得其

做事如何,若只如此忽略,却恐是病”、“只怕其流入于庄老”,又说曾点的“气象”更是所

谓“虚气象”,既不及尧舜,甚至连只是懂得去“扎实实干”的曾参和漆雕开都不如。朱熹认

为,曾点和庄老、列御寇等人之间的差别只是后者“特无状耳”。在他看来,曾点的“狂”,

是因为他只是凭着个人的天资“偶然”见到了一些天理的“大纲意思”或是虚的轮廓,而且

是“见到了便休”,不屑去做踏实的下学工夫。朱熹认为,知而不行就等于不知,这样的人

“毕竟是不可学的”,“也终不及他儿子(指曾参) ”(均见《语类》卷四十) 。另外;朱熹也

对《礼记·檀弓》和《韩诗外传》所记曾点“季武子死,倚其门而歌”和“打曾参扑地”的

种种“狂怖”表现十分反感。在这里,基于对本体与工夫问题上的虚实之辨与辟佛老之需要

的综合考虑,朱熹在对曾点评价上有着十分复杂的心情。 

最后,在《语类》中,朱熹又一再强调在日用间做踏实下学工夫的重要性。朱熹很重视对“气

象”的涵养,但他尤其重视并强调学者需要在平时做踏实的下学工夫。他晚年多次教导弟子



们要依“下学而上达”的为学路径来成就自身。同样在《语类》中,朱熹也在反复把曾点与

被视为有踏实下学精神的颜回、曾参、漆雕开相比较,指出学人的理想境界应该是“以无事

无为的道理,却做有事有为的事业”、“须常有三子(此处是指冉求、子路等人)之事业,又有

曾点襟怀,方始不偏。”(《语类》卷四十) 。朱熹认为,学者的为学工夫既不能离开对“气

象”的涵养,但却要作到“说之有时”,对人来说重要的还是作好日用间的下学工夫,此后才

可以论及总汇处的“气象”或是境界,关键是要做到二者的有机的结合。 

这样,在比较了二曾和漆颜之后,朱熹就转而极力强调学者若不能做到“气象”与事业兼顾,

就更需要以颇为“重工夫”的颜、漆、曾参三人为榜样,用更多的精力去做下学工夫,这样才

会最终获得远超“曾点气象”的“圣贤气象”。当然,朱熹又一再强调做工夫要致知与涵养

并进,并最终把“气象”规定为对理的豁然贯通。同时,有意凸显“曾点气象”和“圣贤气

象”的区别,强调只有后者才是儒者所应真正追求的目标,这些都代表着朱熹晚年的成熟思

想。 

三 

   那么,为什么以朱熹为代表的理学家们如此重视对“曾点气象”的讨论? 他们又想借对此

的讨论来表达什么思想? 首先,他们对“曾点气象”的关注与其所暗含的时代主题有关。理

学的一大主题就是“成圣”,理学家也往往把“成圣”作为个人的最高理想。因此,讨论“圣

贤气象”的所应然和所必然以及如何成圣就自然成了贯穿理学发展的核心问题。他们如此热

烈地投入对“气象”的讨论,其目的就是要建立一种有别于佛老思想、符合儒学基本价值观

的理想精神境界,并以此来重新整合世人的道德观念,推动社会道德水平的整体提升。对于他

们而言,“曾点气象”的独特价值在于,这是一个可以在最大限度内进行多元化阐释的话题。

正是通过对“曾点气象妙在哪里”,究竟应该以洒落还是敬畏来诠释“曾点气象”,“曾点气

象”与“圣贤气象”的根本异同等问题的不断追问,理学家们围绕儒释之辨、理欲之辨、工

夫与本体之辨这些理学根本问题展开讨论,从而形成了他们对“圣贤气象”、为学宗旨、乃

至工夫论上的不同理解。这也促成了理学多元发展的良好势头。对朱熹而言,讨论“曾点气

象”的独特价值在于,它恰好提供了一个让人反思自己在做人态度、为学工夫方面偏失的绝

好题材。他反复强调,人不能不讲“气象”,但必须要讲实的“气象”,脱离下学工夫而虚说

“气象”、虚说“受用”只会贻害无穷。因此,如何讲好“曾点气象”就是一个需要真正考

虑的问题。 

其次,我们说《论语》中的这一节确实很容易引起后人对“内圣外王”问题的思考。“内圣

外王”是儒家所追求的理想人生境界。简言之,这一思想体现了儒家既要追求向内涵养个人

的精神境界,同时又希望实现其向外治国安天下抱负的内外兼顾的人生理想。儒学始终强调

“内圣”对于“外王”的优先地位,主张由“内圣”而开“外王”是这一思想的基调。在宋

明时期,随着吸收了佛道注重个人境界修养的理学思想的兴起,传统儒学那种强调以个人培养

“内圣”为基础,走由“内圣”到“外王”进而修齐治平,具有严重道德理想主义色彩的“圣

人”治世观得到了空前的强化。于是,在处理“道”与“事”的关系上,理学家们都有重向内

涵养个人境界而轻向外具体实行、空疏无实、离事而言道的弊病。他们在思考如何把修己与

治国的内外之道相结合时,都认为只要自己尽力作好“尽己”工夫直到能体会到所谓的“气

象”,在理欲之辨上牢守所谓一片公心便可以轻易实现其向外治国安邦的大业。于是,《论

语》中对曾点所谓“气象”的渲染便成了他们借以宣扬这种个人思想的很好例证。从二程开

始引出天理与人欲对立之时起,他们就在有意抬高“曾点气象”的同时也在把儒家传统上的



义利公私之辨推向极端化,进而也在将理想与现实对立起来。 

朱熹同样也把“存天理,灭人欲”作为他为学与立身的根本,并一再把辨析义利公私之辨当作

他拒绝“霸道”推行“王道”之治的基础。在他看来,以“逐利”为目标的“霸道”即使会

让人在短期内获利,却有最终搞乱人心进而葬送整个社会的危险。因此,朱熹极力推崇的所谓

识“大本”,始终对曾点的“气象”情有独钟也就很自然了。但是,在经过对个人经历的深刻

反思后,朱熹已经明显对当时过分推崇“曾点气象”的负面影响有了切实的认识,他始终不忘

把顺乎天理视为“曾点气象”的最基本规定,也开始注重要将个人为己之学与向外事功相结

合的思想,如他就曾说过:“学固着学,然事亦岂可废也? 若都不就事上学,只要便如曾点样快

活,将来却恐狂了人去也”(《语类》卷四十) ,“如此则道者乃在于事之外,而见于事者皆非

道也”、“殊不知好高之弊,将使学者侍其聪明率意妄做而无所忌惮,则其失不但卑陋而已

矣”(《论语或问》卷十一) ,而他所一贯推崇的大本,既是一种“虽超乎事物之外,而实不离

乎事物之中”(《语类》卷四十)的道理。显然,他既想把做内圣工夫做为其日后成就事业的

根本,也在强调学者要把个人心性修养的成果融入具体的事为中。这就极大的增强了“曾点

气象”中知性因素份量。不过,在我们今天看来,宋儒包括朱熹未免把这个问题简单化了。他

们仍然把踏实做工夫简单理解为个人道德践履,更重视对义利、志功的辨析,突出强调把学者

的“不可着一事在胸中”作为其成就大事业的决定性前提。因此,虽然他们都强调要兼顾个

人“气象”的涵养与此外的实行工夫的思想,他们却并没有使其学说摆脱道德决定论的局限,

其学说在当时与社会的融合远不如当时的事功之学更为实际些。 

再次,朱熹对“曾点气象”的关注也与其一生力辟当时学者流弊的经历是分不开的。随着个

人思想的发展,朱熹围绕着当时理学内最为关心的本体与工夫之辨,对程门弟子们整体的逃禅

倾向、湖湘之学的高远无归、二陆江西之学的“空疏”、“狂妄”,陈叶浙学的“逐利”等

诸多倾向都进行过批判。这或是针对玄远无实(不单指二陆之学)而发,或是针对着兴利之学

而发,基本上贯穿了他的一生。总体上,他对二陆之学的“空疏”、“玄虚”和陈叶之学的

“逐利”、“忘本”(指儒家道德至上之本)两种极端学说甚为反对。虽然朱熹也一度曾把二

陆引为同道以反对在当时影响巨大的兴利事功之学,而他对二陆也并未持完全否定的态度。

不过,朱陆之间的异同是非常明显的,至少朱熹始终认为陆氏之学有些狂妄而进禅、只是徒具

说辞的虚学而已。事实上,越是在晚年,朱熹对陆氏之学的批判就越不遗余力。同时,朱熹与

陈叶之学的分歧却从一开始就势同水火。因此,在与二陆论战时,朱熹总要强调学者日用间踏

实“下学”的重要性,强调学者不能“妄为高论,妄生内外精粗之别,以良心日用分为两截,谓

圣贤之言不必尽信,而容貌词气之间不必深察者”(《晦庵集》卷四十八,《答陆子静三》) ;

而在同陈、叶论战时,他又必须时时强调学者在“事为”之前的主静涵养与在“事为”当中

了无私欲的可贵。现实要求朱熹必须在论辩中不断的“去短集长”,时时修正自己的学说以

回应来自对方的反诘,进而提出一套相对于论敌更没有偏颇的为学与为人的宗旨。朱熹正是

在与其弟子们对“曾点气象”问题的反复讨论中,做到了既推崇曾点的“见道分明”,又在对

曾点的批判中强调了“实干”精神的重要性,这就最终使得源自于小程、能够兼顾到涵养与

具体实行工夫的“主敬致知”的为学宗旨得到了完善的表达。可见,朱熹对“曾点气象”的

重视又与其积极谋求个人思想的“与时俱进”的努力是分不开的。而这或许正是我们今天需

要从朱熹那里继承到的、能够指导我们如何为学与做人的最宝贵财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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